
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区域再配置: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陆 铭*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 1990 ～ 2006 年的城市统计数据研究了地理与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的关系。本文发现，在 1990 ～ 2006 年，总体上来说，对中国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到大港口( 香港、上海和天津) 的距离越远，其负面作用越大。在 2006
年，距离大港口 500 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
50%。在距离大港口 450 公里以内的范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促进土地利用
效率的提高，而在更远的内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有降低平均土地利用效率
的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放松政策管制，实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
置，能够为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而限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
域再配置有可能在中长期导致效率和平衡兼失的局面。

关 键 词 土地利用效率 地理 城市化 距离 集聚

一 引言

在中国的经济集聚和区域平衡这一对关系中，土地政策至关重要。时至今日，中
国政府仍然强调不允许跨省( 区、市，下文简称省) 的土地“占补平衡”。换句话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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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18 亿亩耕地的目标下，各省都有自己的保护耕地指标，不能被突破，沿海地区的
一些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非常稀缺，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在地
区间进行再配置。政策制定者可能试图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的平衡配置，使中国的中西
部地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不允许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置的政策
下，中国是否可能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实现平衡? 当中国经济持续了 30 年高速增长
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老龄化可能带来储蓄率下降，进而使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
下滑的时期( Perkins and Rawski，2008) 。那么，中国是否可能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的
跨区域再配置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并且在中长期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像中国这样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地区间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可
以说没有第二个。无论是俄罗斯和美国，还是加拿大和印度，其国土的东西两边都有
出海口，在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国际制造业分工的今天，港口城市在一国内部
不同地区的相对分散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区间在经济规模意义上的平衡。中国的情
况恰恰相反，海岸线相对于国土面积并不长，大的港口城市主要就集中在东部长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在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为海运的背景下，港口城
市的相对集中对于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通常的认识下，容易将经济集聚和区域平衡作为一对矛盾，建设用地指标的平
衡配置就成为追求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手段。因此，有必要考察限制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跨区域再配置会造成多大的土地利用效率损失，以及现有的政策是否促进了区域
平衡发展。中国在 1978 年实施改革政策，1994 年之后，经济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这一历程为考察全球化进程中地理与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也可
以验证新经济地理学有关城市体系的“中心 －外围”理论。①

本文的第二节从理论上讨论什么是合理的城市布局与区域发展模式;第三节利用
城市面板数据刻画中国的城市布局，以及地理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 第四节构建计
量模型，分析中国城市土地利率效率的决定，并跨时跨地区地比较地理对土地利用效
率的影响; 最后是结论和相应的政策讨论。

二 城市化、城市布局与区域发展模式:理论告诉了我们什么?

本文将着重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经济要集聚发展? 城市在其中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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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地理在经济学界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比如: 2008 年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贡献之
一就是新经济地理学;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 2009》也是以经济地理作为研究视角。



着怎样的角色? 第二，经济集聚和发展平衡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集聚伴随
着地区间差距的不断扩大? 第三，是否可能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内地应该如何发展?

( 一) 经济活动的集聚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是规模经济最为集中的体现
在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将因为城市规模扩张而获得规

模经济效应，从而带来更大的增长动力。城市的规模效应至少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第
一，分享( sharing) :在城市里，生产者可以从更大的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给，从而
发挥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在生产规模提高时降低平均的生产成本。对于投入品的分享
也使得供应商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提供高度专业化的产品与服务。第二，匹配
( matching) :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进行匹配。企业可以更
好地选择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同时，在一个
有众多企业的地方，劳动力也更可能找到合适的雇主。第三，学习( learning) : 空间集
聚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方便职工和企业家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学习 ( Gill
and Kharas，2007) 。举例来说，大城市能够举办大型的高水平演出和会展，这是因为
大城市有足够的观众和听众共同分担成本，演出和会展的举办也能够在本地找到各种
相关的专业服务人才。在大城市，生活丰富多彩，有天南海北的各式菜肴，使得消费者
能够获得服务消费的多样性。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见多识广”，因为很多创意和思想
是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产生的，很多信息和知识是在人与人的直接互动中传播的，人口
规模越大，人的差异性越大，这样，集聚效应就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①

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发展阶段意味着通过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来带动经
济的发展将越来越重要。第一，全球化趋势使得沿海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断上
升，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效应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沿海地区和靠近大港口地方
的更高开放程度，促进了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 陆铭与陈钊，2006 ) 。第二，自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知识经济的特点逐渐显现，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
显。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互动，我们前面所说的规模效应中
的“学习”也将更为重要。这时，城市会成为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场所，这也是为什么高
科技产业和创意产业往往都是在大城市才能获得更好发展的原因。第三，在城市进入
后工业化阶段以后，服务业的比重将增加，由于服务( 包括其中的生产性服务) 大多都
难以进行跨地区运输，消费性服务业通常是供给和消费同时发生的，因此，城市发展中
的规模效应就更需要空间集聚，城市最佳规模应该越来越大 ( Au and He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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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发现，在城市生活的劳动力获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 Glaeser and Mare，2001) 。



2006) 。事实上，虽然在大城市的工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服务业的份额将越来越
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城市工业的绝对规模将下降，相反，服务业的发展会促进城市的
规模效应，吸引更多高附加值的工业在大城市周围集聚。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经济集聚发展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都在向
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集聚( World Bank，2008) 。在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的
情况下，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格局将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形
成三个大的经济中心和辐射全国的都市圈。在三大都市圈之外，武汉、重庆、西安等地
将形成若干个区域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从而形成一个有梯度的区域发展格局。在总
体上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将相对更快地向沿海三大都市圈集聚，由
于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 人口密度更高，土地将得到更为集约的利用，人地矛盾将大大
得到缓解。

( 二) 经济集聚和发展平衡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工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集聚趋势，沿海地区

( 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 成为了工业集聚地，而这也伴随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地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 ( 万广华等，2005; 陆铭与陈钊，
2006;Wan et al．，2007) 。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经济集聚导致地区间差距
扩大并不是一个永远持续的现象。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经济学机制，使得经济可以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陈钊与陆铭，2009) 。

第一，集聚效应并不是无止境的，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将出现抵消集聚效
应的“拥挤效应”，包括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在集聚效应和
拥挤效应之间，城市规模将达到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水平。第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相对落后地区和农村
地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最终对于缩小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根据世
界银行的研究，在美国、智利和巴基斯坦，地区间的收入收敛都是因为更充分的要素流
动性，而不是地区的特殊政策( 尚柯与沙安文，2006) 。在美国和法国这些发达国家的
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后来，地区间的差距出现了持续的
缩小趋势。事实上，只有要素流动和可持续的发展才能最终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从全
球范围来看，越富的国家地区间的差距越小( World Bank，2008 ) 。① 第三，如果集聚
效应与拥挤效应是相伴随的，那么在经济集聚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生活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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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集聚和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是钟罩型( 倒 U型) 的曲线( Combes et al．，2008) 。



差异就将远远小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人口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偏好的人就可
以选择适宜自己居住的地区。通俗地说，要高收入的，就需要牺牲一些其他方面的生
活质量，要生活质量的，就需要牺牲一些收入。第四，通过经济集聚产生的增长效应能
够增加财政收入来进行区域间的转移支付，特别是用于在区域间实施基本公共服务适
度均等化的政策。相反，如果放弃集聚，就会降低“蛋糕”做大的速度，政府也将缺乏
财力来实施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

那么，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为什么没有在经济集聚中走向区域间平衡? 在
经济从集聚走向平衡的过程中，需要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
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力获得了“学习”效应，而低技能者的自由流动
将使地区间劳动要素回报和人均收入趋于均等。在现实中，高技能劳动者的流动相对
是自由的，而低技能者的流动却有行政边界或制度上的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国家之间的收入未能实现收敛与此直接有关( World Bank，2008) 。在中国的劳动
力跨地区流动中，真正因为户籍、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歧视而受到流动限制的
是技能较低的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比较容易获得城市户籍，即使获得不了户籍，他
们的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户籍也构成不了太大的问题。对于区域间的平衡发
展而言，这就造成了劳动力流动的结构性不对称，高技能劳动力向东部大量集聚，并且
在集聚中获得了更快的收入增长。而低技能劳动者却没有充分自由地转移。中国的
地区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低技能劳动者未能自由流动有关。①

低技能劳动者未能自由流动也与政治有关。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高收入国家关
心的只是自己的平均收入，而不是全球的发展和均等化，因此，给低技能劳动者流动设
置障碍就是一个出自国家利益的政策，而宽松的移民政策总是给予高教育者和高收入
者。在中国，虽然政治的统一使得中央政府可能追求全社会利益，但经济分权体制却
使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目标，每个地方都想吸引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要永久在
较发达地区落户非常难。在低技能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建设用地指标的
平衡配置和禁止进行跨区域再配置就成了一个政治上合意，但经济上缺乏效率的结
果。特别是当中国的经济分权伴以对地方官员的 GDP 考核的时候，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跨区域再配置显然不利于落后地区的 GDP 总量增长，从而缺乏实施的基础。不仅
如此，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利益的需要，还采取各种措施来分割市场，阻碍要素和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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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要量化地分析劳动力流动障碍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个巨大的难题。



自由流动。①

( 三)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是可能的，集聚的大趋势下内地也有发展机会
在追求区域平衡的目标时，我们要的是总量上的，还是人均意义上的区域间平衡?

总量上的地区间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只要不是城市国家，其
经济和人口都集中于一个或几个都市圈。以日本为例，2007 年，东京圈 ( 东京、神奈
川、千叶、埼玉) 以及名古屋圈( 爱知、岐阜、三重) 和关西圈( 京都、大阪、兵库、奈良) 三
大都市圈的人口首次超过全国人口的 50%，更不用说经济总量了。

对于平衡发展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人均收入( 或人均 GDP) 意义上的，一种是生活
质量上的。人均收入( 或人均 GDP) 意义上的平衡一定是有差距的，是相对意义上的
平衡。总体来说，在过去的 30 年，中国地区间的人均 GDP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这
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而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地区内部
( 特别是东部内部) 的人均发展水平甚至有收敛的趋势( Gustafsson et al．，2008; Yao
and Zhang，2001; Zhang et al．，2001) 。人类走过的历史(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历史)
表明，只有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才可能使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差距扩大之后，
再走向平衡。② 但即便如此，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不可能完全消除。

真正有意义的区域间平衡，是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现代大都市虽然有促进劳
动生产率和提供消费的多样性等多方面好处，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强烈地喜欢消费品
的多样性和高收入，人力资源的多样性也主要对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有意义。相反，城
市的人口密度高，同时也有更多的拥挤、污染甚至犯罪问题。所以，真正有意义的区域
平衡在终极意义上就是生活质量的平衡。对于政府来说，促进地区间的生活质量平衡
才是更为根本的区域平衡政策，尤其是在地区间适度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不要让劳动力的流动是基于对大城市更好的公共服务的向往，而主要是为了追求集聚
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

事实上，在经济集聚中，并不意味着内地将越来越落后。第一，如果经济向东部沿
海集聚更有利于将蛋糕做大，那么它也能够为更多的地区间财政转移创造条件。第
二，恰恰是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内地的劳动力能够更多地转移到东部，使得内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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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低收入者逐渐转向城市从事服务业，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将是一个难以
避免的结果。郑思齐等( 2008) 对北京市“城中村”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都在第三产业部门工作，在
以建筑业和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部门虽然也占据了较高的比例，但是这两个行业的务工人员也多数从事装
修、打印、工厂帮工等服务性质很强的工作。

对于这样一个钟罩型的地区间差距变化过程，Combes等( 2008) 提供了有关法国的证据。



均资源( 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 拥有量上升，从长期来看，这是成为地区间发展差距和
生活质量差距缩小的必要条件。第三，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是因为这些地方接近港
口，从而运输成本较小，那么，内地的比较优势更应该体现在与当地资源相关的产业
( 比如矿产和旅游) ，或者单位运输成本较低、附加值较高的产业( 比如电脑芯片) 上。①

第四，中国的中部省份到港口的距离并不太远，完全有可能加入以沿海省份为龙头的
产业分工体系，承接在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之后出现的制造业转
移，但目前，东部仍然处于可能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的阶段，中部地区还需进一步在基
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做好准备。第五，在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并且主要服务于国内需
求的产业上抢占先机，内地的一些地区也仍然有可能在某些产业形成特色( 比如银川
的影视基地) 。

在经济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小城镇应该如何发展?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
城镇规模差距比较小，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要进一步长大，小城
镇也要大力建设。但是，小城镇的功能恰恰应该是连接大城市与农村，不能让小城镇
的发展脱离大城市。首先，当大城市的土地开发和劳动力成本都不断上升之后，只有
劳动生产率更高、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现代服务业才适宜于在大城市发展，简单的加
工制造业必然从大城市向外迁移，其迁移方向如果不是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则必然
是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这时，大城市和小城镇相互依存，没有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
业，小城镇的制造业将失去竞争力，如果没有小城镇，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就缺少了依
托。其次，小城镇可以成为在大城市工作的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区，而大城市也将为小
城镇的居民提供多样的、现代的和优质的服务。此外，小城镇将服务于农村，当农业走
向现代化和规模经营时，小城镇将为农村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包括播种、包装、
运输、销售，等等。我们的最新研究的确发现，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中小城市距离区域
性的大城市越近，经济增长越快( 许政等，2010) 。

三 中国的城市布局和土地利用效率比较( 1990 ～ 2006)

作为市场不够整合和要素流动受限制的结果，中国的工业集聚仍然没有达到应有
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被人为地压低，城市的规模偏小，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不够
大，中国经济增长因此而受损。中国必须认识到，经济的集聚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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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特尔将其生产基地从上海搬至成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例。



试图在经济集聚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条件下，简单地通过经济的分散化发展来追求
区域平衡，将使得中国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力。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困境是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近些年来，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所加快，但本文更为关心的是，城市的空间布局在城市化进程中
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借助城市规模基尼系数①的国际比较能够发现中国的城市规模
差异偏小。在 2000 年全球 1657 个人口在 20 万以上的城市地区，其人口规模的空间
基尼系数为 0． 56。2000 年中国城市规模的基尼系数为 0． 43，远低于巴西( 0． 65 ) 、日
本( 0． 65) 、印度尼西亚( 0． 61 ) 、英国( 0． 60 ) 、墨西哥( 0． 60 ) 、尼日利亚( 0． 60 ) 、法国
( 0． 59) 、印度( 0． 58) 、德国( 0． 56) 、美国( 0． 54) 和西班牙( 0． 52) ，只有前独联体的一
些国家才有与中国较为接近的城市规模基尼系数，如俄罗斯( 0． 45) 和乌克兰( 0． 40 )
( Fujita，et al．，2004) 。那么，从趋势上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差异偏小的现状在如何
变化? 从 1994 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差异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到 2006 年这
一基尼系数上升到了 0． 45，距离 2000 年的世界水平还很远( 参见图 1) 。如果以城市
的 GDP总量差异作为指标，中国城市的规模差异水平要远远高于用人口规模度量的
差异，而且，两者的差异还有扩大趋势，中国城市之间的经济集聚速度要远远领先于人
口的集聚速度。即使我们仅用城市的非农业人口规模差异作为度量指标，也仍然发
现，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差异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再用城市的建成区

图 1 中国城市规模的区域间差异( 1990 ～ 2006)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这里的
结果为作者计算所得。

面积来看城市规模的差异，
结果是，这一规模差异高于
城市人口规模差异，但低于
非农业人口规模差异。虽
然建成区面积的差异在
1997 年以来呈现较快的上
升趋势，但其与 GDP规模差
异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
的缩小。

从土地意义上的城市
化和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
进程的比较来看，前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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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尼系数是一个度量不平等的指数，其可能的取值范围是 0 和 1 之间，越接近于 1，差异越大。



快于后者。从表 1 看出，1990 ～ 2006 年所有城市样本平均的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为
每年 7． 77%，而同时期的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仅为 4． 56%，两者相差 3． 21%，前者接
近于后者的 2 倍。如果将城市样本再进一步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通过对比可以
发现，这种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和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的差别在东部相对较小，在中
部大一些，而差距最大的则是在西部。换句话说，只有在东部城市，人口和土地的城市
化才基本上是同步的。考虑到新增建成区的人口密度相对原先的城区较低，因此，在
东部地区建成区土地面积扩张速度略快于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也是合理的。而相比
之下，在中部，建成区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几乎是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 2 倍，而在西部，
这一比率是 2 倍多。

表 1 非农业人口增长和建成区土地面积年均扩张速度( 1990 ～ 2006) %

全国平均 东部均值 中部均值 西部均值

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 4． 56 6． 80 3． 28 3． 40
建成区土地面积扩张速度 7． 77 8． 60 6． 23 8． 63
两者相差 3． 21 1． 80 2． 94 5． 23

数据来源:同图 1。

图 2 到三大港口的距离与土地利用效率( 2006 年)

说明:图中没有包括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这两个城市的
距离远，但土地的单位产出较高，加入后影响拟合曲线的形
状。同时，图形中还去掉了中山、东莞和佛山三个土地利用效
率超高的点，但即使包括这三个城市，并不显著影响图形形
状。

人口空间集聚不足的另外
一个严重后果是土地利用效率
低下，这在人地矛盾较高的中国
尤为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的
一个后果是，落后地区的人均资
源占有量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
生活质量的改善受到严重制约。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因为内地的
人口不能向沿海地区集聚，内地
的城市发展必然大量占用土地
资源，由此而造成的土地利用在
空间分布上的不合理性一旦形
成，将非常难以调整。土地配置
效率不够高，在城市规模和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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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方面也有所体现。已有的经验分析分析表明，中国有 51% ～62%的城市规模过小。
在比较典型的城市，由城市规模过小造成的损失大约占职工平均产出的 17%。职工平
均产出损失高达 25% ～70%的城市数量至少占到全部城市样本的 1 /4( Au and Hender-
son，2006) 。同时，中国的工业集聚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
行业区域集聚程度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路江涌与陶志刚，2006) 。

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其土地利用效率究竟有何差异? 我们利用 2006 年的截面
数据绘制了地理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散点图。我们对地理的定义是一个城市到香
港、上海和天津这三大港口中较近的距离( 单位为公里) 。我们用一个市的建成区每
平方公里平均的二三产业产出( 万元) 来度量。需要说明的是，在《城市统计年鉴》提
供的数据中，城市的土地总面积是一个变动非常大的数据，因此我们没有根据这个面
积来计算土地产出效率，而且对于经济集聚来说，将农业用地包括进来也的确意义不
大。我们将二三产业产值除以建成区面积，实际上是假定了建成区没有农业，而非建
成区没有二三产，这当然会有度量误差存在，但由于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因
此，这种误差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也没有更好地度量土地利用效率的方法。从图
2 可以发现，距离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呈现出三次型的曲线，这个三次曲线的理论基
础来自于城市体系的“中心 －外围”模型( Fujita and Krugman，1995; Fujita and Mor-
i，1996; Fujita et al．，1999) 。从三大港口附近到大约 500 公里之外的地方，土地利
用效率从 7 亿元左右下降到 3． 5 亿元左右( 每平方公里每年) 。由于土地利率效率本
身的度量误差问题，更有意义的是相对差距，图 2 显示，从三大港口附近到大约 500 公
里之外的地方，土地利用效率降幅在 50%左右。

四 中国城市土地利率效率的决定及跨时比较

这一部分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我
们的数据来自基于 1991 ～ 200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建立起来的 1990 ～ 2006 年期
间的城市面板数据，覆盖了 30 个省级行政区、286 个地级城市。由于原始数据中存在
变量缺失，实际进入模型分析的观察值是 2802 个。

本文建立的计量方程如下:

landeit = c +∑
3

j = 1
αj·disji + β·Xit + γ·Zi + ∑

2006

t = 1991
dt·yeart + εit ( 1)

在上式中，被解释变量 landeit为 i市 t年的土地利用效率，用该市的建成区每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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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每年的二、三产业产出( 万元) 来度量。
在解释变量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一个城市距离香港、上海和天津三大港口中较

近的距离( 单位为百公里) ，即 dis，上标 j 表示该变量的 j 次方。为了刻画距离对土地
利用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我们还引入了这个变量的二次项和三次项。用三次项的模
型，是因为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 －外围理论，在中心城市之外，距离越远，生产率
越低，但是，只要市场容量足够大，就可能在一定距离之外，形成一个“次中心”，从而
使距离与生产率的关系呈现出图 2 的“∽”型形状( Fujita and Krugman，1995; Fujita
and Mori，1996; Fujita et al．，1999) 。

在解释变量 X中，我们依次放入了以下一些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大多数也是决定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的变量:

dis_big:在初始年份，一个城市到最近的大城市的距离( 单位为百公里) ，本文的大
城市是指 1990 年非农业人口在 150 万以上的城市。这个变量度量大城市的集聚和辐
射效应，为了刻画这个效应的非线性特征，还控制了这个变量的平方项。①

landchange:《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土地建成区面积数据变化非常大。对于地方政
府而言，如果将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意味着能够有更大的管辖范围获得给予城市
的政策，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如果一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出现陡增的现象，那
么一定是一些城区边缘的土地被计入了建成区，其直接效应是将造成平均土地利用效
率的下降。但是，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效应显著，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将有利于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因此，我们在方程右边控制了建成区面积的变化率。

popdensity: 人口密度，用建成区每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数量( 万人) 度量，为了考
察其非线性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这一变量的二次项。

edu:在城市一级的数据中，缺乏教育水平的直接度量，因此，我们用教师和学生数
量之比作为一个用来控制教育维度的人力资本的变量。

health: 人均拥有病床数，同样是因为缺乏直接度量指标的原因，这一变量用于控
制健康维度的人力资本。

inv: 投资与 GDP的比值，用于度量经济增长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
gov: 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用于控制一个城市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推动

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变量在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中被用来控制政府干预。
popnagr:非农业人口的数量( 单位为万人) ，用于度量一个城市辖区内在人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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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心 －外围理论，我们也加入到大城市距离的三次项，但在实际回归中，它不显著。事实上，不显著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数据中，到中心大城市的距离的最大值还不足以远到出现“次中心”。



上的城市规模。
water: 人均拥有的供水量，用于控制一个城市的水资源丰裕程度。
在其他解释变量中，我们还控制了一组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 Z，具体包括:
seaport: 是否是海港城市的哑变量; riverport: 是否是河港城市的哑变量; open: 是否

是经济开放城市的哑变量; sez: 是否是经济特区城市的哑变量; mid 和 west: 分别控制
了一个城市是处于中部还是西部的哑变量，而东部是参照组，包括除广西以外的沿海
地区和北京，广西和内蒙古作为西部省份，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保持一致。①

表 2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决定

变量 系数和标准误 变量 系数和标准误
dis － 1427． 7＊＊＊ gov － 233． 5＊＊＊

( 158． 8) ( 17． 89)
dis2 137． 0＊＊＊ popnagr 7． 361＊＊＊

( 19． 52) ( 0． 992)
dis3 － 4． 553＊＊＊ water 0． 846＊＊

( 0． 756) ( 0． 383)
dis_big － 290． 45＊＊＊ seaport 2189． 9＊＊＊

( 104． 91) ( 354． 5)
dis_big2 62． 20＊＊＊ riverport 2005． 1＊＊＊

( 12． 66) ( 294． 1)
landchange － 605． 8 open 259． 0

( 418． 4) ( 496． 9)
density10000 1216． 8＊＊＊ sez 5338． 6＊＊＊

( 327． 3) ( 641． 6)
density10000_2 1033． 8＊＊＊ mid － 543． 3＊＊

( 52． 51) ( 250． 3)
edu － 41． 23 west 41． 34

( 89． 86) ( 409． 6)
health 9． 436＊＊＊ 常数项 7022． 8＊＊＊

( 3． 114) ( 786． 8)
inv － 35． 98＊＊＊

( 4． 598)
观察值 2802 调整后的 R2 0． 554

说明: ( 1)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0%、5%和 1%显
著性下显著。标准误报告在括号内，下表同; ( 2) 年份哑变
量在回归中被控制; ( 3) 调整后的 R2是用异方差稳健 OLS
方法估计所得的。

我们在估计方程中控制
了代表年份的时间固定效应，
用 year表示，d 表示年份哑变
量的系数。

对于方程( 1 ) ，我们采用
面板数据的 GLS 估计方法。
我们没有用固定效应的一阶
差分或去均值法估计，是因为
我们关心的核心变量和一些
重要的控制变量都不随时间
而变化。对于这一模型，我们
也用异方差稳健 OLS 方法进
行了估计，所得的系数和显著
性几乎没有不同，因此没有报
告这些结果。GLS 估计结果
如表 2 所示。

从我们的估计结果来看，
到大城市的距离呈现出 U 型
的曲线，根据计算，在 233． 5
公里之内，距离中心大城市越
远，土地利用效率越低，但距
离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是

·811·期1第年1102*济经界世

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区域再配置: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① 对于这一系列的哑变量定义，请参见附录 A。



递减的。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是负的，但不显著。在后文中将说
明，这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有考虑建成区面积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本身就取决于
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人口密度、健康、人口规模、人均水资源条件、有利的地理和政
策优势( 包括港口条件和经济的开放) 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有利的，而更依赖政
府推动和投资推动的发展方式却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不利。在控制了其他指标后，
中部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更低，但西部却没有显现出与东部的显著差异。值得一提的
是，教育是不显著的，这可能与我们的度量指标不能准确度量人力资本有关。

表 3 地理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分年的回归)

年 总体 OLS 1990 1994 1995 1996
dis － 1427． 7＊＊＊ － 1652． 6＊＊＊ － 3403． 6＊＊＊ － 2057． 0＊＊＊ － 1533． 0＊＊＊

( 271． 2) ( 433． 7) ( 970． 4) ( 765． 9) ( 575． 6)
dis2 137． 0＊＊＊ 171． 7＊＊＊ 423． 3＊＊＊ 234． 2＊＊＊ 160． 1＊＊

( 31． 7) ( 49． 76) ( 109． 0) ( 89． 25) ( 62． 20)
dis3 － 4． 552＊＊＊ － 5． 515＊＊＊ － 15． 04＊＊＊ － 7． 603＊＊ － 5． 287＊＊

( 1． 131) ( 1． 758) ( 3． 714) ( 2． 953) ( 2． 061)
观察值 2802 150 114 183 203

调整后的 R2 0． 554 0． 561 0． 648 0． 457 0． 439
年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dis － 1117． 6* － 1142． 0* － 1509． 6* － 2203． 3＊＊ － 1679． 8*

( 578． 5) ( 601． 6) ( 786． 6) ( 1034． 8) ( 929． 8)
dis2 122． 1* 103． 3 160． 3* 256． 1＊＊ 173． 7

( 67． 88) ( 64． 71) ( 88． 17) ( 127． 0) ( 111． 8)
dis3 － 4． 330* － 3． 274 － 5． 477* － 9． 239* － 6． 181

( 2． 369) ( 2． 466) ( 3． 042) ( 4． 819) ( 4． 356)
观察值 198 186 215 204 197

调整后的 R2 0． 502 0． 434 0． 429 0． 390 0． 385
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dis － 2526． 4* － 1909． 9＊＊ － 1521． 7 199． 8 － 2938． 2*

( 1404． 0) ( 913． 0) ( 1132． 9) ( 646． 1) ( 1502． 2)
dis2 285． 7* 200． 1* 140． 1 － 75． 81 268． 5

( 164． 3) ( 105． 8) ( 133． 0) ( 72． 97) ( 170． 1)
dis3 － 9． 868* － 7． 084* － 4． 958 2． 382 － 8． 162

( 5． 827) ( 3． 689) ( 4． 628) ( 3． 038) ( 5． 790)
观察值 216 249 209 191 284

调整后的 R2 0． 403 0． 449 0． 397 0． 867 0． 426

说明: ( 1) 表 3 中的其他解释变量已经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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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2 中，所有解释变量解释了城市间土地利用效率的大约 55． 4%，而根据图 2，
在 2006 年数据里，仅到港口的距离这一个指标就可解释土地利用效率的 23% ～
25%。所以，有必要仔细地分析地理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了表示距离和土地利
用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们将上述模型分年份分别进行了估计，见
表 3。估计方法为截面数据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并且采用了异方差稳健的估计。其
中，1991、1992 和 1993 年的数据缺失太多，因此被剔除。这里，我们仅报告了距离的
系数，省略了其他变量的系数。我们也估计了仅仅将土地利用效率与距离进行回归的
结果，这对距离的系数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显著性明显提高，这说明距离对于土地
利用效率的影响是稳定的。

图 3 地理与土地利用效率的模拟

图 3 显示了表 3 中的系数
表示的距离和土地利用效率之
间的关系。其中，为了清楚起
见，我们仅选择了最有代表性
的 4 个年份。从图中，我们可以
得到这样几个观察: ( 1) 每一条
曲线都呈现出了“∽”型的三次
曲线，这符合城市体系的中心
－外围理论中提出的地理和生
产率的关系; ( 2 ) 随着时间推
移，总体上来说，这条线是向下
移动的，也就是说，地理对于土

地利用效率的负面影响在一段区域内是越来越大的; ( 3 )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
型曲线的第一个极值点和第二个极值点到 2006 年时已经基本消失。以上发现说明，
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聚效应越来越强。当然，需要承认，如果我们将 16 年的曲线全部
画在一起的话，由于少数年份的曲线形状出现特殊的变化，因此时间推移对曲线的影
响并不是那么有规律可循。

我们在讨论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效率的度量的时候，曾经指出过城市建成区面积
的变化很大。正是由于有建成区面积的调整，使得我们可以在边际意义上———而不是
像表 2 和图 3 那样在平均意义上———考察在距离大港口不同的地方，同样比例的建成
区面积的增加对土地利用效率有何影响。表 4 在表 2 的基础上，加入建成区面积变化
率与距离的交互项，这些交互项都是显著的，它们使 R2增加大约 0． 005。建成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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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这个变量也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而其他变量的系数则基本上不变。
表 4 地理、建成区面积变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面板数据 GLS估计)

变量 系数和标准误 变量 系数和标准误
dis － 1323． 6＊＊＊ health 9． 936＊＊＊

( 162． 6) ( 3． 101)
dis2 129． 5＊＊＊ inv － 35． 62＊＊＊

( 19． 83) ( 4． 577)
dis3 － 4． 391＊＊＊ gov － 233． 4＊＊＊

( 0． 761) ( 17． 82)
dis_area － 1520． 8＊＊＊ popnagr 7． 289＊＊＊

( 578． 0) ( 0． 987)
dis2_area 123． 0* water 0． 891＊＊

( 64． 82) ( 0． 383)
dis3_area － 3． 488* seaport 2217． 2＊＊＊

( 1． 843) ( 352． 8)
landchange 4450． 4＊＊＊ riverport 2004． 4＊＊＊

( 1294． 8) ( 292． 7)
dis_big － 28529． 6＊＊＊ open 290． 1

( 10475． 1) ( 494． 5)
dis_big_2 625 813． 6＊＊＊ sez 5206． 4＊＊＊

( 126 450． 8) ( 639． 2)
density10000 1199． 9＊＊＊ mid － 524． 1＊＊

( 326． 0) ( 249． 1)
density10000_2 1065． 0＊＊＊ west 88． 42

( 52． 80) ( 408． 3)
edu － 36． 07 常数项 6552． 2＊＊＊

( 89． 51) ( 792． 2)
观察值 2802 调整后的 R2 0． 559

图 4 地理、建成区面积变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模拟

说明: ( 1) 年份哑变量在回归中被控制; ( 2) 调整后的 R2用
OLS方法估计所得，用 OLS方法估计所得的系数和显著性变化
不大。

我们将表 4 中的建成
区面积变化与距离的交互
项，以及建成区面积变化的
系数放在一起模拟建成区
面积变化对土地利用效率
的影响及其随距离的变化
得到图 4。

根据图 4，在靠近大港
口的附近，边际上增加 1 倍
的建成区面积，土地的利用
效率平均可增加 1987 年可
比价格的 4000 万多元 ( 每
平方公里每年) ，而这种正
效应在距离大港口 450 公
里处便不存在了。之后，随
着距离大港口越来越远，建
成区面积的扩张带来的是
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当距
离增加到大约 1050 公里之
后，建成区面积的增加带来
的是土地利用效率的加速
下降。这再次证明，如果要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成区
的扩张应该在距离三大港
口 450 公里之内的范围内，
而这个距离大致就是以三
大港口为中心的长江三角
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
地区及其所能够辐射到的
腹地的范围，相当于香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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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 434． 80 公里) 、上海到安徽淮南( 450． 50 公里) 和天津到河南鹤壁( 453． 30
公里) 的距离。当然，这里所指的城市面积扩张的效应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是在平均意
义上显现的，并不能否认在内地建设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也有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正的
净效应。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平均意义上，如果限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置，
势必造成内地盲目扩张城区面积，将带来巨大的土地利用效率损失。

五 结论与政策:中国如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经济活动向少数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集聚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虽然短期内经
济集聚的确可能伴随着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但从中长期来说，只要要素( 特别是
劳动力) 可以自由流动，经济将最终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相反，如果限制建设用地使
用权进行跨区域再配置，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地区间平衡发展，但却使得土地利
用效率蒙受了损失，甚至最终也不利于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稳发展。1990
年以来，在地理分布上，随着中国内陆城市到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距离越来越远，对城
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 2006 年，距离大港口 500 公里左右的城市
土地利用效率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 50%。在距离大港口 450 公里以内的范
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在更远的内地，城市建成区面
积的扩张有降低平均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由此，本文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之中推动
经济和人口向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持续增
长的新动力。

本文及陆铭与陈钊 ( 2009 ) 提出的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政策主张主要包
括: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和农村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为可以跨省( 区市)
流动的资产，特别是应允许跨省( 区市) 进城的农民工在自愿的前提下放弃家乡的宅
基地，将其整理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转让给就业所在地使用，并相应获得当
地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要适度推进地区之间基本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劳动力的地区间流动不再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差异，而是基于提升
劳动生产率的需求。相应地，应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削弱地方政府对
于发展经济的职能，对不同地区的官员考核分别赋予 GDP 总量增长和人均增长的不
同权重，对人口流出地的政府应更多考核人均 GDP 的增长，而对于人口流入地，则更
多考核总量 GDP的增长。事实上，除了经济增长目标之外，应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
体制中更多加入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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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应该被区域间平衡发展的目标束缚了发展的手脚。这并不是说区域平衡
不重要，恰恰相反，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经济集聚都能够为平衡发展的目标创
造条件。在持续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有所缩小 ( 陆铭与陈
钊，2004;陆铭等，2005; Wan et al．，2006) ，而且城乡差距可以解释地区差距的 70%
～80% ( 万广华，2006) ，而目前简单依赖财政转移来进行的平衡发展策略并没有明显
地促进内地经济增长 ( Chen 与 Lu，2008; 陈钊与陆铭，2008、2009; 范子英、张军，
2010) 。中国在区域发展策略上，要避免由于限制要素流动和片面依赖财政转移的政
策导致效率与平衡兼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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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部分土地利用效率解释变量的详细定义

初始年份是否为大城市: 1990 年该市非农业人口是否达到 150 万以上，达到为 1，反之为 0。初
始年份的大城市为: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沙、天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南京、广州、成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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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安、太原、杭州、长春、武汉、南昌、重庆。

距离初始年份大城市的最近距离: 即该市到最近的 1990 年非农业人口达到 150 万以上的城市
的直线距离，测量于《中国电子地图 2008》( 北京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音像电子出版
社) 。初始年份的大城市为:北京、哈尔滨、天津、沈阳、大连、南京、广州、成都、上海、西安、太原、长
春、武汉、重庆。

中心大城市初始年份 GDP:距该市最近的 1990 年非农业人口 150 万以上的城市的 1990 年的地
区生产总值。

是否同省:该市与距该市最近的 1990 年非农业人口 150 万以上的城市是否属于同一省级行政
单位。同省为 1，反之为 0。

中心大城市初始年份二三产产值:距该市最近的 1990 年非农业人口 150 万以上的城市的 1990

年的消胀后二三产 GDP。

是否省会或直辖市:省会城市或直辖市该值为 1，反之为 0。

名单来源于“首届中国港口城市市长会议高峰论坛”(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交通部、天津市
人民政府、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四家主办) 。沿海港口为 1，反之为 0。沿海港口城市包括:青岛，烟台，

威海，日照，海口，三亚，天津，唐山，秦皇岛，沧州，大连，锦州，营口，连云港，福州，厦门，泉州，漳州，

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中山，上海，宁波，温州，舟山，台州，北海，防城港，钦州。

是否为内陆港口城市: 内陆港口为 1，反之为 0。名单来源于“首届中国港口城市市长会议高峰
论坛” (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交通部、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四家主办) 。内陆港
口为 1，反之为 0。内陆港口城市包括为: 哈尔滨，佳木斯，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岳阳，南京，无
锡，苏州，南通，扬州，镇江，佛山，东莞，泸州，武汉，宜昌，南昌，九江，南宁，梧州，重庆。

是否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城市为 1，反之为 0。沿海开放城市包括: 南通，青岛，烟台，天
津，秦皇岛，连云港，福州，广州，湛江，上海，宁波，温州。

是否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城市为 1，反之为 0。经济特区城市包括:海口、三亚、厦门、深圳、珠
海、汕头。

距离最近的港口( 两港口) 、距离最近的港口( 三港口) :分别为在上海、香港中距离较近的城市;

在上海、香港、天津中距离最近的城市。

距最近的大港口的距离( 两港口) 、距最近的大港口的距离( 三港口) :分别为距最近的港口( 两
港口) 和距最近的港口( 三港口) 的直线距离，测量于《中国电子地图 2008》( 北京图灵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中国交通音像电子出版社) 。

是否属于中部:处于中部省份的城市该值为 1，否则为 0，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是否属于西部:处于西部省份的城市该值为 1，否则为 0，西部省份包括: 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 截稿: 2010 年 11 月 责任编辑: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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